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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农户信贷获得吗?

樊文翔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　数字普惠金融的迅猛发展为推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改善农户信贷获得提供

了有利契机.使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发

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高了农户的正规信贷可得性和正规信贷规模,通过 Biprobit
模型和CMP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并运用工具变量和 LPM 模型克服潜在的内生性后,结

果仍然稳健.研究同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的非正规信贷获得具有负向影响但并不

显著.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和降低抵押品

要求提高了农户的正规信贷获得.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较高收入农户和较低

收入农户的正规信贷获得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对中等收入农户的影响并不显著.由

此提出,要大力支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升农户互联网使用技能,注重农户个人信用积累

和关注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利益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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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最早由联合国提出,是指能有效和全方位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

系[１].在中国,普惠金融实践与数字金融发展紧密相关.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依托于信息技术、大数

据和云计算等创新技术的互联网金融迅速发展,使得金融服务可得性和便利性大大提高,有效满足了

那些通常难以享受到金融服务的低收入和弱势群体的需求,推动了国内普惠金融的发展[２].根据北

京大学中国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报告,中国省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均值已经由２０１１年的４０．００提

高到２０１８年的３００．２１,增长了近８倍,数字普惠金融深刻影响着民众生产生活和社会经济变革[３].
农村金融市场上的信贷行为与农户的生产生活密不可分.作为农业生产经营的重要主体,农户

是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中主要的资金需求者,满足农户对各种生产要素特别是资金的需求是党和政府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保证.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缺乏抵押物等问题,银行、
农村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在提供信贷时往往发生“离农”倾向,农户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依然存

在,阻碍了农村生产发展和生活改善.因此,如何提高农户信贷获得始终是农村金融关注的焦点.
“三农”是普惠金融的主要服务对象,发展普惠金融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提高农户信贷获得,缓解农户

面临的信贷约束,从而提升农户福利.２０２０年３月底,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４６．２％,较２０１８年

底提升７．８个百分点① .这为农村居民获得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条件.那么,农户从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中受益几何? 农户的信贷获得情况是否得到改善呢?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将中

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层面的宏观数据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农户微观数据相结合,评估数字

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信贷获得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影响机制和异质性特点.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１．文献回顾

在影响农户信贷获得的因素方面,已有研究重点围绕信息不对称和抵押物缺失两个问题展开.
信息不对称是农村信贷市场中最突出的问题.Stiglitz等指出农村信贷市场中的农户与银行之间存

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引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问题[４].逆向选择使得农村信贷市场的优质信

贷需求者被劣质信贷需求者所驱逐,道德风险提高了金融机构难以收回贷款的概率,使得整个信贷申

请、获得和使用过程中的问题更加突出,导致信贷市场的资源配置错位[５].同时,信息不对称还使得

农户在获取信贷信息,金融机构在评估农户信用和掌握信贷用途时都不得不付出较高的交易成本.
这是由于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使得农业人口特别是小农阶级具有天生的分散性、闭塞性和隔绝

性,且农户信贷通常属于小额信贷和非生产性信贷[６],因此与城市工商业借贷相比,金融机构在审核

农户信贷的过程中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此外,为了降低违约风险,保证一定的经营利润,金融机构

放出信贷时往往要求更高的借款利率、更复杂的借贷程序,而越是正式的制度安排往往会导致更高的

交易成本[７].缺失合适的抵押物是农村金融市场的另一个典型难题[８].一方面,农户的信息较为不

透明、职业流动性较大,通常不具备信用贷款的条件.另一方面,与以房屋作为有形抵押或者以工作

带来的预期收入流作为信用保证的城市居民不同,农户能够作为抵押的物品通常是农村土地、房屋、
农业机具等资产专用性较强的资产,但是对于农村土地的使用和产权界定,相关法律有严格的规定和

限制,金融机构由于执行成本过高并不会轻易接受这些抵押物[９].
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则为克服农户信贷的困难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

决方案[１０].已有学者从不同视角对现代信息技术在农村金融市场上的积极作用进行了研究.Diniz
等指出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为金融创新提供了便利条件,能够有效降低金融服务的交易成本[１１].基

于信息经济学视角,周立等发现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金融服务“村村通”有助于银行了解村级

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由此提高农户的信贷获得[１２].徐光顺等利用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框架指出,
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能够降低农户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信息搜寻成本,而且可以减低农村金融机构的

运营成本,有利于提高农户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可及性[１３].柳松等的研究同样强调了可以通过互联

网技术缓解金融机构和农户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提升金融机构对农户的放贷意愿[１４].黄益平等

进一步指出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可以对来自社交媒体和网购平台等的大数据进行分析以实现信用评

估,有利于弥补单纯地依靠抵押资产做风控的不足[１０].而作为数字技术和普惠金融的有机结合,数
字普惠金融对微观主体的影响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易行健等认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通过提升支

付便利性和缓解流动性约束促进了居民消费[１５].傅子秋等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在减少农户生产

性正规信贷需求的同时,增加了农户消费性正规信贷需求[１６].杨波等围绕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信贷

获得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但没有考虑非正规信贷的影响,而且主要强调了数字支付渠道的便利性这一

影响机制[１７].综上,一方面,提高农户信贷获得是理论界关注的重要话题,信息不对称和抵押物缺失

等影响农户信贷获得的主要因素仍然存在.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在缓

解信息不对称和抵押物缺失等问题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信贷特别

是农户信贷的研究仍相对较少,解释力略显不足.

２．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户信贷获得的内在逻辑

数字普惠金融的兴起和发展具有市场创新和改进、政府引导和支持的双重性质.一方面,数字金

融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基础,依托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数字金融一定程度上克

服了传统金融的金融抑制,提高了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政府则从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
顶层设计和监管规范等方面着手,积极引导数字普惠金融的健康发展.具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可能

从以下三个方面影响了农户的信贷获得,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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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农户

信贷获得的分析框架

　　第一,数字普惠金融降低了交易成本.在数字普惠

金融发展之前,农户如果有借贷需求,通常需要到乡镇

或者县城的实体银行网点办理相关手续,不仅面临着居

住偏远、地形复杂和交通落后等因素带来的极大挑战,
而且出于盈利性和安全性的考虑,金融机构到较偏远的

地区发放贷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足.数字普惠金融

发展起来以后,金融机构依托互联网和移动通信工具能

够发挥地理区域的渗透性、使用有效性和产品基础性等特点,实现信贷、理财和支付等金融服务上的创

新,打破对营业网点、ATM 机等线下物理载体的依赖,通过数字普惠金融为这些地区提供现代金融体系

的各类服务.这有利于提高银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为偏远地区提供金融服务的效率,降低交易成本.
第二,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一般而言,小农经营具有分散性、地域性和缺乏稳

定收入流的特点,获得正规信贷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这增大了金融机构对单个农户信息搜寻的

成本,导致金融机构通常不愿意对这类群体发放贷款,进一步恶化了金融机构与农户之间存在的信息

不对称问题.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之后,数字技术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将低收入人群连接到数字化信息高速公路,改进其市场、服务和信息的可得性,使得金融服务能够更

精准地被送达有需要的人群[１８Ｇ１９].一方面,在追求市场利润的驱动下,金融机构积极运用云计算、大
数据技术,创新风控模式,评价农户的还款能力、违约风险等特征,显著提高风险识别能力和授信审批

效率[２０],同时,数字普惠金融的迅速发展也对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

方面,互联网的普及有效削弱了农户有限参与机会限制[２１],使得农户可以在网上进行支付、购物、社
交和理财等市场活动,这些基于数据流和信息流形成的“软信息”在经过数字化、编码化之后成为检验

经济主体信用的“硬信息”[２２Ｇ２３],有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
第三,数字普惠金融降低了抵押品要求.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与电子商务的结合刺激了消费需

求的提升,拓展出更多的消费方式和服务方式,催生出大量新型金融服务需求.为此,传统金融机构

和金融科技企业开发了多种类型的消费型信贷.这些消费型信贷通常额度较小,而且以农户过去的

交易流为主要依据,因此放宽了对农户的抵押物的要求.另一方面,为了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不断加

大对“三农”的信贷投入,引导资金流向更为急缺的农村地区,政府灵活运用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

策以及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财政政策,初步形成了正向激励的财税和货币政策相结合的扶持政策体

系[１],而且在政府的大力推动和支持下,银行业金融机构大多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金融科技企业则

推出针对农业农村的特色金融产品,以更专业、更聚焦的方式为农村地区提供金融服务,有利于提高

面对农户的信贷供给,进而降低抵押品要求.
综上可知,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主要提高了农户的正规信贷获得.但从信贷市场内部来看,一方

面,金融服务可得性的提高可以丰富家庭利用闲余资金的方式,促进家庭在正规金融市场进行资产配

置,但会导致民间供给减少,进而可能使得家庭民间借贷比例下降[２４].另一方面,正规信贷与非正规

信贷之间既有互补效应也有替代效应[２５Ｇ２６].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能降低了农户非正规信贷获

得,但是互补效应的存在使得这种影响可能并不稳定或者并不显著.
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提高农户的正规信贷可得性和正规信贷规模.
假说２: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提高农户正规信贷可得性和正规信贷规模的同时,可能会降低农户

非正规信贷可得性和非正规信贷规模.
假说３: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和降低抵押品要求提高了农户的

正规信贷可得性和正规信贷规模.

　　二、数据、变量与模型

　　１．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两个数据库: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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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指数.农户基本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CFPS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

查中心(ISSS)实施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微观入户调查,目标样本范围为１６０００家户及样本家户

中的全部家庭成员,包括个体(成人和儿童)、家庭和社区共三个层面的数据,反映中国的社会变迁和

经济发展,为学术研究提供数据支持.考虑到２０１３年被称为“互联网金融元年”,故本文选取了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８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全国微观数据.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将样本限定

到农村居民,主要使用到成人问卷中的户主特征、家庭问卷中的家庭特征和社区问卷中的村庄特

征①,经过筛选和清理共得到包含４９９８个农户家庭样本的平衡面板数据集.另外,中国数字普惠金

融数据来自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该指数由蚂蚁金服提供的数字金融服务数据合成,共包括三

级维度,涵盖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的省、市、县三个层级,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刻画中国数字金融的发展及其

普惠性[３].与微观农户家庭数据相对应,本文主要使用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７年三年的数据②.本

文将两类数据合并,得到了一套包含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和２０１７的三年的面板数据,涵盖全国２７个省③,４９９８
个农户,１４９９４个观测值的面板数据库.

２．变量定义

(１)农户信贷获得.农户信贷获得是本文的核心被解释变量.按“有无”和“多少”两个角度,农户

信贷获得可以分为信贷可得性和信贷规模.按照信贷来源,可以进一步分为正规信贷和非正规信贷.
正规信贷包括银行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贷款,非正规信贷包括亲友借贷、民间金融机构贷款等.信贷

可得性用二元虚拟变量表示,若受访农户当年从银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则正规信贷可得

性取值为１,否则为０;正规信贷规模用当年贷款余额识别.非正规信贷可得性和信贷规模的定义与

此一致.
(２)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是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直接采用各省在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和２０１７三年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衡量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这一指数在已有的传统普惠

金融指标基础上,根据数字金融服务的新形势和新特点,结合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靠性,从覆盖广度、使
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三个维度来构建.在本文研究范围内,中国省级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均值

从２０１３年的１５５．３５增加到２０１７年的２７１．９８.
比较从２０１３年到２０１７年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农户信贷获得的状况,结果显示,农户获得正

规信贷的比例提高了约５％,而获得非正规信贷的比例则降低了约３．６％,同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增

加了近１倍,见表１.从表１的数据中可初步看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户正规信贷获得呈正相关

关系,而与非正规信贷获得呈反相关关系.
表１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农户信贷获得

年份 指数
正规信贷获得

是 否

非正规信贷获得

是 否

２０１３ １５５ １２．６８５％ ８７．３１５％ ３０．９５２％ ６９．０４８％
２０１５ ２２０ １４．２６６％ ８５．７３４％ ３０．２１２％ ６９．７８８％
２０１７ ２７２ １７．４０７％ ８２．５９３％ ２７．３５１％ ７２．６４９％

　　(３)控制变量.根据已有研究,本文综合考虑了户主④、农户所在的家庭和村庄状况的差异对其

信贷获得的影响,通过增加家庭特征、户主特征和村庄特征等三类控制变量以增强模型的解释力,同
时控制了时间和省份固定效应.其中,家庭特征控制变量包括家庭年纯收入、家庭年消费支出、家庭

金融资产、家庭物质资产、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党员数量以及家庭上网人数.户主是农村家庭各种

行为的主要决策者,农户的信贷行为主要表现为户主的信贷行为.户主特征变量包括年龄及其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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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CFPS２０１６和CFPS２０１８缺失村庄层面的调查数据,用CFPS２０１４村(居)调查的数据进行匹配.本研究所用村庄特征变量主要是

不随时间轻易变化的地理特征变量,因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CFPS在调查年份调查的信息主要是农户在过去１２个月的经济状况,因此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和２０１８年的CFPS调查数据主要反映的是

农户在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和２０１７年的状况.
不含港澳台地区、西藏、内蒙古、海南、宁夏.
根据CFPS官方工作人员给出的建议,并结合本文的研究主题,２０１２年后的数据库可使用“最熟悉家庭财务的成员”,即“财务回

答人”作为家庭户主.



项、户主性别、婚姻、受教育年限以及健康状况.此外,本文还在家庭特征中加入了影响信贷需求的两

个变量:是否从事个体经营[２７]和是否有大事发生[２８].在村庄特征方面,村庄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气候

条件将对农户进行生产性投资或做生意产生影响,因此控制了本村到乡镇政府以及县城的距离、本村

是否属于自然灾害频发区等变量.以上变量的主要描述性统计特征见表２.
表２　变量设定与描述性统计①

变量名称
２０１４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２０１６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２０１８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正规信贷可得性 ４９９８ ０．１２７ ０．３３３ ４９９８ ０．１４３ ０．３５０ ４９９８ ０．１７４ ０．３７９
非正规信贷可得性 ４９９８ ０．３１０ ０．４６２ ４９９８ ０．３０２ ０．４５９ ４９９８ ０．２７４ ０．４４６
正规信贷规模 ４９８６ １．２９０ ３．４５７ ４９８１ １．４８１ ３．７２２ ４９６３ １．８４８ ４．１４３
非正规信贷规模 ４９２３ ３．０７２ ４．６８１ ４９９２ ３．０４５ ４．７１９ ４９７３ ２．７５９ ４．６２１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４９９８ ５．００３ ０．１１８ ４９９８ ５．３６４ ０．０７１ ４９９８ ５．５８４ ０．０６２
户主年龄 ４９９８ ５０．８０９ １２．４５６ ４９９８ ５１．７０９ １３．２６８ ４９９８ ５２．６７４ １３．８７１
户主年龄平方 ４９９８ ２７．３６７ １２．７９１ ４９９８ ２８．４９８ １３．７０１ ４９９８ ２９．６７０ １４．４６７
户主性别 ４９９８ ０．５７３ ０．４９５ ４９９８ ０．５６１ ０．４９６ ４９９８ ０．５５８ ０．４９７
户主婚姻状况 ４９９８ ０．９５３ ０．２１１ ４９９８ ０．９４２ ０．２３４ ４９９４ ０．９３１ ０．２５３
户主受教育年限 ４９９８ ３．８５２ ５．７１７ ４９３６ ２．６００ ３．５５０ ４２２１ ６．１５４ ４．１３２
户主健康程度 ４９９７ ２．８５６ １．２９６ ４９９７ ２．７８４ １．２６４ ４９９８ ２．８０６ １．２８９
家庭劳动力人数 ４９９８ ０．７１４ ０．４５２ ４９９８ ０．６７５ ０．４６９ ４９９８ ０．６４３ ０．４７９
家庭党员数量 ４９９８ ０．１３５ ０．３７６ ４９９８ ０．１８８ ０．４５２ ４９９８ ０．０１８ ０．１３６
家庭上网人数 ４９９８ ０．５６５ ０．１９０ ４９９８ ０．９１５ ０．２５１ ４９９８ １．１５１ ０．３１３
家庭金融资产 ４７９８ ３．７５８ ４．８３５ ４８６８ ５．７３３ ４．７３９ ４８１３ ６．３６０ ４．５６３
家庭物质资产 ４９０８ １０．８９３ １．６６２ ４９２７ １０．８８１ ２．２７５ ４８３４ １１．２９４ １．８１２
家庭纯收入 ４７１３ ９．９７７ １．３０３ ４９０２ ９．９８５ １．３０９ ４８５７ ９．５１３ ２．４６１
家庭消费支出 ４６４３ １０．１１３ ０．８８３ ４９９８ １０．２０９ ０．９４４ ４６５４ １０．３３７ ０．９１８
是否个体经营 ４９９８ ０．０７３ ０．２６０ ４９９８ ０．０８０ ０．２７２ ４９９８ ０．０７６ ０．２６５
是否大事发生 ４９９８ ０．１５５ ０．３６２ ４９９８ ０．１５０ ０．３５７ ４９９８ ０．１５３ ０．３６０
离乡镇的距离 ４８８９ １０．４７７ ２１．２６５ ４８８９ １０．４７７ ２１．２６５ ４８８９ １０．４７７ ２１．２６５
离县城的距离 ４８８６ ５４．０３７ ４２．２４７ ４８８６ ５４．０３７ ４２．２４７ ４８８６ ５４．０３７ ４２．２４７
自然灾害频发区 ４８８９ ０．８２５ ０．３８０ ４８８９ ０．８２５ ０．３８０ ４８８９ ０．８２５ ０．３８０

　　３．模型设定

由于农户的信贷可得性是一个二元虚拟变量,因此当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信贷获得的

影响时,本文主要采用如下模型:
Pr[Accessijt＝１|x]＝Φ(β０＋β１Indexijt＋β２Xijt＋β３Proj＋δt) (１)

式(１)中,Accessijt表示第j省份第i个农户在第t年是否获得信贷,Indexijt是此模型的核心解释

变量,用来衡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情况,Xijt表示户主、家庭和村庄层面的控制变量,Proj表示省份虚

拟变量,用来控制省份层面的经济特征,δt为控制时间趋势的虚拟变量.Φ()是正态分布函数的累

计分布函数.
更进一步,考虑到样本中大量农户的信贷规模为０,使用 Tobit左侧截断模型来估计数字普惠金

融对信贷规模的影响,将没有获得信贷的农户也纳入计量模型中以减少偏差.本文对信贷规模的估

计模型设定如下:
logAmount∗

ijt＋１[ ] ＝φ０＋φ１Indexijt＋φ２Xijt＋φ３Proj＋δt＋μijt

Amountijt＝
Amount∗

ijt　　ifAmount∗
ijt＞０

　　０　　　ifAmount∗
ijt≤０　　　{ (２)

模型(２)中,Amount∗
ijt是真实贷款数量,取对数是为了使得变量的分布更加接近正态分布.

Amountijt是观测到的贷款数量,μijt为满足正态分布的随机扰动项,其余解释变量与式(１)一致.

　　三、结果与分析

　　１．基准回归: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正规信贷获得的影响

表３报告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正规信贷获得的影响.其中(１)~(３)列使用的是面板Pro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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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家庭资产、收入、消费支出等均取对数.



模型,被解释变量是正规信贷可得性,解释变量是各省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此外还控制了户主特征、
家庭特征和地区特征等三类控制变量,以及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第(１)列没有添加任何控制变量,
第(２)列在第(１)列基础上,加入了户主特征和家庭特征两类控制变量,第(３)列进一步加入了地区特

征控制变量.(４)~(６)列使用的是 Tobit模型,被解释变量为正规信贷规模,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

设定与前三列相同.
表３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正规信贷获得的影响

正规信贷可得性(Probit)
(１) (２) (３)

正规信贷规模(Tobit)
(４) (５) (６)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０．２６９∗∗∗

(０．０９８)
０．２８０∗∗

(０．１１１)
０．２８２∗∗

(０．１１４)
２１．９４３∗∗∗

(７．１６０)
２２．１６２∗∗

(８．７１４)
２２．１５９∗∗

(８．８２２)

户主年龄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３３８∗ ０．３２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１７６) (０．１７３)

户主年龄平方/１０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４６０∗∗ －０．４３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１８８) (０．１８６)

户主已婚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６３８ ０．５２６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１．１６８) (１．１４０)

户主男性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５∗∗ １．３５２∗∗∗ １．２２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５１６) (０．５２３)

户主受教育年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６２ ０．０５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２)

户主健康程度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２４２ －０．２２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１９６) (０．１９７)

家庭劳动力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６∗∗ ２．１３０∗∗ ２．２６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０．８６６) (０．８８１)

家庭党员数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２．３１５∗∗∗ ２．３０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５９１) (０．５８６)

家庭上网人数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１．０９７∗∗∗ １．１１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２９０) (０．２９５)

家庭金融资产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０．８０５∗∗∗ －０．７９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１)

家庭物质资产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４３８∗∗ ０．４６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１７９) (０．１７８)

家庭纯收入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５０２∗∗∗ ０．５１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１８０) (０．１８３)

家庭年消费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６∗∗∗ ３．４１３∗∗∗ ３．４６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３８５) (０．３９３)

个体经营 ０．０７１∗∗∗ ０．０７２∗∗∗ ４．８７５∗∗∗ ４．９７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１) (０．７７９) (０．７９６)

重大事件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５∗ ０．８３７ ０．８７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５８１) (０．５７７)

离乡镇距离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４)

离县城距离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１)

自然灾害频发区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８) ０．３１８(１．３３５)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１４９９２ １２６９０ １２３９６ １４９３０ １２６５７ １２３６４

　注:报告结果为边际效应;∗∗∗ 、∗∗ 、∗ 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cluster在县(区)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下同.

　　通过表３中第(１)~(３)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无论采用哪种模型设定形式,数字普惠金融对农

户获得正规信贷的概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一影响相对稳健,与我们的理论预期是一致的,验
证了假说１.平均而言,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增加１％,农户获得正规

信贷的概率将提高０．２６９％~０．２８２％,具有十分显著的统计和经济学含义.第(４)~(６)列的 Tobit
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正规信贷规模同样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与第(１)~(３)列的

结论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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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列结果显示,大部分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与预期基本相符.就户主特征而言,户主年龄与

信贷获得在１％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年龄平方与农户信贷获得在１％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说明户主

年龄与农户信贷获得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倒 U型”关系,即中年户主更有可能获得信贷.在控制其他

变量的情况下,与女性相比,男性户主获得信贷的可能性显著高出１．５％.这是因为女性更加规避风

险[２９]且男性户主在家庭经济活动中的话语权更强.与吴雨等的研究一致,户主的受教育年限越长,
农户正规信贷可得性越高[３０],但金烨等提出户主受教育年限与农户获得信贷的可能性呈反向关

系[２５],只是本文结果并不显著,说明受教育年限的作用还要做更深入的分析.此外,户主有配偶的家

庭信贷可得性更高,户主健康状况则与家庭正规信贷获得的影响负相关,两者的影响都不显著,考虑

到这些控制变量可能存在潜在内生性的问题,故在此不做过多的解释和延伸.就家庭特征而言,在控

制其他变量时,家庭劳动力人数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为正,反映农户的农业或非农经营规模越大,正
规信贷可得性越高.家庭党员数量和家庭上网人数始终在１％的水平上对农户信贷获得产生正向影

响,体现了社会网络在农户信贷获得中的重要角色.已有研究指出家庭规模、家庭劳动力数量和家庭

社会网络对农户获得信贷的可能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３１].这也与我国农村地区“人多力量大”和
“乡土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密不可分,符合我国农村地区“差序格局”的实际情况.家庭金融资产与

农户正规信贷可得性负相关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这符合“啄序融资”理论的预测[５].因为金融资

产越多的家庭自由资产越充足,会优先选择内部融资,通过外部途径融资的需求较小,因而信贷获得

较少.同时,家庭物质资产和家庭纯收入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家庭的偿债能力越高,获得信贷的可能

性越高,信贷规模越大.从家庭支出的类型来看,家庭消费支出越多,农户获得信贷的可能性越高,获
得的信贷规模越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由消费引致的信贷需求效应.从村庄特征来看,到乡镇政府及

到县城的距离两个反映地理条件和交通状况的变量的系数并不显著,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随着农村道路

交通条件的不断改善,距离不再是影响农村信贷决策的关键因素[２７].是否属于自然灾害频发区这一变

量的影响虽然为正,但同样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不同类型自然灾害对信贷获得产生了综合影响.

２．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非正规信贷获得的影响

表４反映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非正规信贷获得的影响.结果显示,当不加入控制变量时,数字

普惠金融虽然提高了农户的非正规信贷可得性,但是这一影响并不显著;当加入各类控制变量时,第
(３)列的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使农户非正规信贷可得性下降了０．１４１％,但是在统计水平上同样不

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非正规信贷规模的影响表现出同样的特点.这表明,随着数字普惠

金融的发展,正规信贷对非正规信贷的替代作用逐渐增强,互补效应在逐渐减弱.在农村金融市场,
较高的违约风险、畸高的借款利率以及高利贷、地下钱庄等民间组织的存在,不利于中国农村金融市

场的稳定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３２].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改善这种供需困境,促进农村金融的

健康发展.
表４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非正规信贷获得的影响

非正规信贷可得性

(１) (２) (３)
非正规信贷规模

(４) (５) (６)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０．０６４(０．１１９) －０．１６１(０．１５５) －０．１４１(０．１５８) ２．８７２(４．２９１) －５．７５４(５．５７６)－５．３３０(５．６９５)

户主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家庭特征变量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需求特征变量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村庄特征变量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１４９９２ １２６９０ １２４０４ １４８８８ １２６７１ １２３７８

　　３．稳健性讨论

由于农户可能同时从正规和非正规两种渠道借贷,两个模型的误差项之间存在相关性,因此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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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两个独立的二元模型来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信贷获得的影响可能存在偏误.本文采用两种

方法对此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Biprobit模型;二是条件混合处理模型(conditionalrecursivemixedＧ
process,CMP).

如表５所示,Biprobit模型的athrho和CMP模型的atanhrho_１２都代表两个独立模型残差的相

关性,两者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进行联合检验是必要的.第(１)和(３)列的结果显示,在控制

了相关变量并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偏误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正规信贷可得性具有正向作用,且
至少在５％的水平上显著,进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的准确性.同时,通过第(２)和(４)列的结果可以看

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非正规信贷可得性的影响不仅为负,而且在统计上也不显著,与表４的

分析一致.总体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正规信贷可得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对非正规信贷

可得性的影响并不显著.
表５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信贷获得的影响:Biprobit模型和CMP模型

Biprobit模型

正规信贷可得性 非正规信贷可得性

(１) (２)

CMP模型

正规信贷可得性 非正规信贷可得性

(３) (４)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１．４７４∗∗(０．５９６) －０．４７３(０．５３０) １．４７４∗∗∗(０．５１８) －０．４７３(０．４５１)

athrho ０．２３８∗∗∗(０．０２５)

atanhrho_１２ ０．２３８∗∗∗(０．０２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１２３９７ １２３９７ １２３９６ １２３９６

　注:此表报告的是回归系数而非边际效应.其他设定与表３一致.

　　4.内生性讨论

(１)内生性问题与IVProbit模型、IVTobit模型.本文的基准回归很可能因为遗漏变量、互为

因果和测量误差而造成内生性问题.由于因变量为农户微观数据,自变量为省级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水平,数据本身来自两个数据库,反向因果性大大降低.另一方面,由于任何测量都不可能穷尽所有

影响因素,从而可能产生遗漏变量问题.这些遗漏变量可能同时对数字普惠金融和农户信贷获得造

成影响.而且由于受访者有时无法精确地记录和反映自己的相关状况,会导致测量误差的出现,因此

遗漏变量和测量误差的问题仍不容忽视.
工具变量通常需要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两个条件.为了较好地避免计量识别中的内生性问题,

借鉴Bartik[３３]和易行健等[１５]的做法,构建一个“Bartikinstrument”(滞后一期的普惠金融指数与普

惠金融指数在时间上的一阶差分的乘积),然后进行工具变量估计.一方面,本期的数字金融发展建

立在上期数字金融发展的基础上,满足相关性条件.另一方面,该变量与本期农户信贷获得之间没有

直接关系,可以较好地满足外生性条件.表６报告了工具变量回归的估计结果.在第一阶段的回归

中,IVProbit和IVTobit模型都显示出工具变量在１％水平上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正相关,满足工

具变量的相关性条件.进一步来看,依据 Stock等的研究,F 值大于１０％偏误水平下的临界值为

１６．３８,而如果F 值小于１０就可以认为工具变量出现弱工具变量的问题[３４].表６中两个模型一阶

段F 值远远大于１０,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在纠正可能的内生偏

误后,数字普惠金融仍然在１％的水平上显著提高了农户的正规信贷获得.同时,第(２)和(４)列的结

果也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非正规信贷获得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２)内生性问题与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遗漏变量可能是导致内生性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

当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为面板数据时,通常可以利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来控制那些不随时间变

化的家庭层面的遗漏变量的影响.同时,考虑到Probit模型和 Tobit模型无法有效控制个体层面的

固定效应,因此本文在这里采用线性概率模型(linearprabilitymodel,LPM)进行回归,结果如表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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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表７的模型设定与表３基本一致,但是在此并不包括个别不随时间变化的家庭层面的特征变量.
回归结果显示,即使控制了个体层面的固定效应,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依然可以显著提高农户的正规

信贷获得,但是对农户非正规信贷获得的影响并不显著.
表６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信贷获得:工具变量回归

IVProbit模型

正规信贷可得性 非正规信贷可得性

(１) (２)

IVTobit模型

正规信贷规模 非正规信贷规模

(３) (４)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１．３３９∗∗(０．５９８) －０．８１８(０．５１７) ２０．３０１∗∗(８．５４４) －８．８１９(５．３６８)
工具变量 ０．３３２∗∗∗(０．００２) ０．３３２∗∗∗(０．００２) ０．３３２∗∗∗(０．００２) ０．３３２∗∗∗(０．００２)
一阶段F值 ９０６４２．１５ ９０６４２．１５ ８８４５８．１２ ８８６４４．５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N １２３９６ １２３９６ １２３６４ １２３７８
　注:此表报告的是回归系数而非边际效应.其他设定与表３一致.

表７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信贷获得: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信贷可得性

正规信贷可得性 非正规信贷可得性

(１) (２)

信贷规模

正规信贷规模 非正规信贷规模

(３) (４)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０．４２７∗∗∗(０．１２４) －０．１０６(０．１４０) ４．８７１∗∗∗(１．３９８) －０．５９３(１．４３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N １２６９１ １２６９１ １２６５７ １２６７１

　　５．机制探讨

上述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整体上显著提高了农户的正规信贷可得性和正规信贷规模.
根据理论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和降低抵押品要求等途径提高

农户的正规信贷获得.由于三种途径往往相互融合,共同发挥作用,降低了信贷双方对实体金融机构

的依赖性,提高了农户的信贷可得性.因此,如果农户所在地区越偏远,数字普惠金融对提高农户信

贷获得的影响越大,则可在一定程度上验证此机制的存在.
表８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信贷获得:影响机制

正规信贷可得性

(１) (２) (３)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０．４３３∗∗

(０．１８９)
０．１７９
(０．１３３)

０．２３８∗

(０．１２２)

所在村庄离乡镇较远 －０．２９４∗

(０．１５０)

所在村庄离乡镇较远×数字
普惠金融指数

０．０５６∗∗

(０．０２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N ５１５２ ７２００ １２３９６

由于信用社、银行等的基层机构通常设置在乡镇政

府所在地,本文根据“所在村庄离乡镇距离”这一变量的

中位数,将全部农户分为“较远”组和“较近”组,并使用

两种方法进行了检验.第一种是直接进行分组回归,如
表８第(１)列和第(２)列所示,其中第(１)列为“较远”组,
第(２)列为“较近”组;第二种方法是在回归中引入相应

的交互项,如表８第(３)列所示.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

融发展显著提高了距离“较远”组的信贷获得,而且边际

效应相比基准回归更大,但是对“较近”组的影响并不显

著.总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高了农户特别是

偏远地区农户的信贷获得,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数字普惠金融降低交易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和降低

抵押品要求等途径的综合效应.

６．不同收入农户的异质性分析

收入是影响农户信贷获得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低收入农户是普惠金融的主要服务对象[３５].另

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兼具普惠性和商业性双重特点,需要考虑盈利和政策双重目标.因此,本文从

家庭年纯收入的角度进行异质性分析.首先,本文根据家庭年纯收入中位数,将农户家庭年纯收入大

于或等于中位数的家庭划分为“高收入”组,反之归类为“低收入”组.表９中的第(１)和(２)列的结果

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高了高收入农户和低收入农户的正规信贷获得.进一步地,本文根据家庭

年纯收入的２０分位数和８０分位数,将农户分为“较低收入”“中等收入”和“较高收入”三类群体进行

异质性分析.表９的第(３)~(５)列报告了这一结果.回归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高了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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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农户和较低收入农户的信贷获得,值得注意的是,对中等收入群体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温涛等

发现在农贷市场中,部分“精英农户”利用自身优势可以获取更多信贷资源[３６].这种“精英俘获”机制

使得农贷市场结构扭曲,功能错位.因此,这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发挥普惠性功能,有效提高了低

收入农户的信贷获得,而且同时追逐商业性目标,出现“精英俘获”现象.
表９　基于家庭纯收入异质性的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信贷获得

正规信贷可得性

低收入(１) 高收入(２) 较低收入(３) 中等收入(４) 较高收入(５)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０．３６１∗∗ ０．２７４∗ ０．６０８∗∗∗ ０．１１４ ０．６１９∗∗∗

(０．１５６) (０．１５９) (０．２０３) (０．１４４) (０．２０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N ６２４５ ６１０９ ２４５７ ７５１３ ２４０１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CFPS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的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

对农户信贷获得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提高了农户正规信贷获得,但是对

农户非正规信贷获得的影响并不显著;第二,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和降

低抵押品要求等途径提高了农户正规信贷获得;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效提高了较高收入农户和

较低收入农户的正规信贷获得,但是对中等收入农户的影响并不显著,体现出普惠性和商业性并存的

特点.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得出如下启示:首先,从政府角度来看,应继续大力支持数字普惠金融的

发展,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在提高农户信贷获得、推动乡村振兴特别是帮助偏远地区脱贫脱困中的

积极作用.如加强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农村地区上网费用、及时推动农户上网设备的更新换

代、积极在农村地区开展网络安全教育活动和健全农村征信体系等.其次,从农户角度看,农户应注

重互联网技能的学习和个人良好信用的积累,注意防范各类操作风险,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得信

贷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增收能力,摆脱贫困.最后,社会各界都要加强对农村中等收入阶层的

关注.普惠性和“精英俘获”效应的并存,表明低收入群体和较高收入群体都从普惠金融中获益,一定

程度上使得中等收入群体成为“局外人”.而中等收入群体占据着社会的绝大部分,是推动国内大循

环的重要力量,在关注两端人口的同时,应适度重视中等收入群体的利益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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